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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历史上曾有过争议的钧窑年代问题在研究界又被重新提出
‹1›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

近十年来（2004－2014），钧窑的研究日益深化，相关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不断展开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本文

拟对此作一述评。

一  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一）汝州大峪东沟窑址

在河南地区与钧瓷相关的窑址中，东沟是久负盛名的一处。由于早年陈万里曾亲临调查并发现一类高

质量、有特色的青釉和钧釉瓷器，该窑声名远播，多年来在研究者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随着钧

窑研究的不断深入，东沟窑址被认为更可能是解决汝窑与钧窑关系问题，亦即钧窑起源问题的一个突破

口，这也就使得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的考古发掘备受关注
‹2›
。

依据地层叠压关系的早晚，发掘者将东沟窑址出土瓷器的年代分为三期，即金代、金末元初和元代。各

期产品面貌及特点如下：

1．金代产品具汝窑特点，工艺较精。产品以玻璃质感较强的青绿釉瓷为主，钧釉瓷已有少量出现。这

一时期器类较丰富，有各式碗、盘、洗、盒、盆、罐、壶、炉、瓶、枕等，其与2001－2002年发掘的神垕刘家门窑址

‹1›  1997年，北京大学李民举发表《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一文（《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年），通过文献梳理和器物排比，得出与先前国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结论，即陈设类钧窑瓷器烧造于15世纪左右，跨越元、明两个时代。随后，台

湾大学罗慧琪（1997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余佩瑾（1999年）、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刘涛（1999年）的研究成果也接踵而出，从不同视角提出与李

民举相同或接近的观点。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页12－33。

内容提要  经过近十年来的考古与研究，在钧窑起源、“官钧”瓷器年代等问题上，研究

界的共识正在不断扩大，钧窑研究也日益深化，但仍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如民用钧瓷

与“官钧”的关系、“官钧”窑场性质及其始烧与停烧时间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

梳理和分析了近十年来有关钧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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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器物特征几乎完全相同
‹1›
。无论青釉瓷还是钧釉瓷，胎色均与汝窑“香灰胎”接近。钧釉

瓷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釉色青淡匀净，与汝窑天青釉相若。部分青瓷以红斑装饰，而钧釉瓷则极少

见红斑者。装烧方法上，碗、盘等见有支钉支烧和垫饼垫烧两种。前者又有满釉支烧者，具汝窑特点，只是

支钉痕大于汝窑。

2．金末元初产品，青釉和钧釉约各占50％。前者釉色青绿泛黄，而第一期中那种玻璃质感较强的青釉

产品已不多见；后者釉面则大都暗淡无光，红斑者虽有增多，却也不如前期艳丽。整体上看，此期产品工艺

质量下降，钧釉瓷尤甚，只是其产量还在不断增加并更多面向低端消费市场。 

3．元代钧釉产品，器类明显减少，以碗、盘为主；红斑品种则更为多见，只是美艳可观者少；胎体粗

厚，器表多施半釉，釉面浑浊并多见黑斑、鬃眼及釉汁垂流等现象。此期产品几乎全是低档的民用粗器，与

第一期产品的丰富和精美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禹州闵庄窑址 

闵庄窑址位于今禹州市鸠山镇闵庄村。此地南邻神垕，西及西北与汝州大峪和登封徐庄接壤。早年当地

文物部门曾作过调查，初步认定其年代为北宋中晚期。2011年9月至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2›
。此次发掘，由于地点处于古代钧瓷中心产区之内，因此可说

是2004年大峪东沟窑址发掘以及2001年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的延续和深化。

根据窑址4个发掘地点的地层堆积状况，发掘者将该窑烧造时间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北宋晚

期，亦即创烧期，产品以“化妆白瓷”（即在器坯表面敷一层质地细腻的白化妆土以改善外观质量的白瓷品种）

为主，器类较单一，多为碗、盘等。少量器物带有绿彩装饰。第二阶段为北宋末到金代早中期，是该窑烧造

的第一个高峰期，地层中出土较多钧釉和青釉瓷器。前者制作规整，釉层薄而匀净；后者釉的玻璃质感较

强。两类产品多采用裹釉支烧或裹釉刮釉垫烧的装烧方法，与2001－2002年发掘的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第一

期地层（北宋末到金前期）出土器物十分相似。第三阶段为金代后期到元代，产品又以碗盘类“化妆白瓷”为

主，器形单调，制作也较粗率。第四阶段为元末到明初，此为该窑繁荣阶段，产品以钧釉瓷器为主，兼有少

量白地黑花瓷器，部分质量很高。钧釉瓷器的烧造由过去的粗放（如釉的流动性强、釉色不匀等）再次变得精

‹1›  禹州神垕镇是古代钧瓷重要产地之一。在此地以及邻近的郏县黄道和汝州大峪，大约方圆二十华里内古窑址密集，在历史上形成了

一个庞大的窑群。而根据考古调查，当年几乎所有窑场都生产钧瓷。2001年，在国内钧窑研究不断升温而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大背景下，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神垕西南乡刘家门等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试图解决钧窑源流、年代及分期等问题。从已

发表的简报看，此次发掘基本达到了目的。1.证实钧瓷与所谓“唐钧”（唐代花瓷）之间没有渊源关系；2.钧釉瓷器的生产大抵始于北宋末年；3.刘

家门窑历史可分为三期五段，分别对应于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晚期、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

和衰落期。北宋晚期和元代前期为钧窑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参看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

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页26－52；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下白峪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5

期，页15－36。

‹2› 秦大树、丁雨：《河南禹州闵庄钧窑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11中国重要考古发现》页168－173，文物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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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起来。在明初地层中，还出土了一类内蓝釉外红釉的碗，其工艺特征与某些“官钧”瓷器十分相似。

（三）叶县文集窖藏

2006－2008年发掘的河南叶县文集遗址（古代漕运码头集镇）出土了大量古代瓷器
‹1›
。其中部分瓷器出自

窖藏，大都为没有使用过的商品瓷。除河南当地产品外，还发现少量定窑白瓷和建窑黑釉瓷等。佐以钱币等

伴出物推断，瓷器窖藏分属两个年代，一为金中晚期，一为金末或元初。这些瓷器中，钧瓷数量最大，器类

有碗、盘、匜、钵、托盏、三足炉、鸡心罐、梨形执壶等。青瓷次之，白瓷（多为“化妆白瓷”）与黑瓷最少。而在窖

藏以外，遗址中出土的瓷片则以白瓷和黑瓷为主，钧瓷和青瓷最少。据此，发掘者认为，钧瓷可能是金代出

现的一个新的瓷器品种。当时的钧瓷还是比较贵重的商品，一般百姓所用大多还是较廉价的白瓷和黑瓷等。

二  “官钧”研究的新进展

（一）2005年禹州钧窑研讨会成果

2004年初，位于钧台窑遗址保护区内的禹州市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出土了大量“官钧”瓷片等，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是继1973－1974年之后对钧台窑

遗址进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地点距20年前发掘区域约500米。在2005年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河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发掘资料和研究结果。从发掘资料看，此次所得的“官钧”与以往的出土品和传世品

均有较大不同。一是工艺粗率，质量普遍不高。这突出表现在胎体粗厚、造型笨拙等方面；二是出现了一些

前所未见或过去未曾认识的器物和彩釉品种，如盘、碗、高足碗、方流扁壶、罐以及孔雀蓝釉花盆等。据此，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推断，这批窑址遗物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土的以及清宫旧藏的“官钧”不应是同一

年代（北宋）制品，烧造时间可能晚至元代
‹2›
。

2005年禹州钧窑研讨会可说是“官钧”年代“北宋说”和“明初说”的首次正面碰撞。河南赵青云
‹3›
、故宫博物

院冯小琦
‹4›
等，与上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意见大抵相同。而上海博物馆陈克伦

‹5›
、陆明华

‹6›
等，则对“北宋

说”提出质疑并倾向于“明初说”。陈克伦在文章中还公布了应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

‹1› 王利彬、王龙正：《一幅金代农村集镇的生活画面——河南叶县文集遗址》，《文物天地》2009年第6期，页84－93。

‹2› 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等：《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44－50，大象出版

社，2007年。

‹3› 赵青云：《禹州钧台窑的创烧历史》，前揭《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39－43。

‹4› 冯小琦：《浅谈故宫收藏的钧窑陈设瓷器的年代》，前揭《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51－57。

‹5› 陈克伦：《钧台窑“北宋钧窑”产品时代的再探讨》，前揭《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66－70。

‹6› 陆明华：《钧台窑钧瓷烧造年代考证》，前揭《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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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年出土的钧台窑等钧瓷标本年代的测试数据，结果显示“官钧”的年代为距今660－630年的14世纪后期，

即元末明初之际。在钧窑研究史上，此次研讨会是个新的开端，不同观点的碰撞使“官钧”年代问题更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

（二）2006年深圳“官钧”研讨会成果

2004年禹州市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出土的“官钧”瓷片等，起初被施工方当作垃圾处理而大量散落

民间。其中部分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后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征集并用于研究。2006年11月，深圳举

办“官钧”研讨会并提交了研究报告
‹1›
。这篇题为《“官钧”瓷器研究》的报告，从历代文献考察、研究史回顾与总

结、窑址资料与传世器分析排比以及“北宋说”证伪等方面，对“官钧”年代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在已有的研

究成果基础上，又有一些新发现、新见解，比较重要的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宣和元宝”钱模确属伪证。在“北宋说”的所有证据中，“宣和元宝”钱模似乎是最过硬的一个。其实，

对这件钱模的真实性，早有学者从形制、书体、铸造工艺等方面提出过疑义，只因原始资料中对其介绍过简，

故未有足够证据而从根本上否定它。钱模的完整图像直到2003年才发表出来，背面模印的“崇宁年制”与钱文

“宣和”之乖谬
‹2›
，更使其露出马脚。该报告抓住这一关键性证据，从而判定这件钱模确属伪证。

2．《宣德鼎彝谱》成书于天启年。该书因记有“柴汝官哥钧定”，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并与其他五

代两宋名窑并列，也曾被作为“北宋说”的证据。但该书其实是部伪书，并非成书于宣德。其出笼时间，学界

看法不一，遂有正德、嘉靖、万历等说法。该报告经过一番考证，又提出“天启说”，自成一家之言。

3．“官钧”的烧造集中于永宣时期。该报告具体比较、分析了“官钧”瓷器中精、粗两类产品，认为前者可能

是在后者基础上的改良产品，二者年代应相距不远，或为同一时期早、晚两个时段的产品。“官钧”瓷器的烧

造，主要集中于永乐、宣德两朝
‹3›
。对“官钧”的性质也提出了看法，认为它应是官办窑场或官方监烧产品，除

为宫廷使用外，可能还为上层官宦、文人享用。

4．“北宋说”系根据明清说法敷衍而成。该报告通过对明清文献、“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以及“艮

岳”与“花石纲”之役等的逐一剖析，进一步发现，“北宋说”的立论依据，或盲从前人，或以讹传讹，或向壁虚

构，总之难以据信。

《“官钧”瓷器研究》虽仍嫌单薄，但它在研讨会内外还是引起了热烈反响。在钧窑研究史上，如果说禹州

‹1›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官钧”瓷器研究》（未定稿），2006年。深圳“官钧”相关研究情况可参看刘涛：《“官钧”研究的前前后后》，刘

涛：《宋瓷笔记》页172－1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 崇宁与宣和同为宋徽宗年号，崇宁靠前，宣和居后，中间还隔着大观、政和、重和。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该“钱模”是1964年当地一农

民采集所得，其发现与1973－1974年窑址考古发掘毫无关系。采集地点虽接近某个“窑烧废弃品”集中区域，然并无相对地层叠压关系以资比

对。显然，这是一件来历及用途都说不大清楚的东西，用它来证明“官钧”的年代，只能是缘木求鱼。

‹3› 联系到《大明会典》中所记钧州自宣德至嘉靖陆续有缸、坛、瓶等生产的情况，该报告推测“官钧”或与其相类的瓷器可能在宣德后仍有

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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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是个新开端，那么深圳研讨会则是个明确的转折点，标志着“北宋说”的一统格局被打破，钧窑研究开

始进入一个更加理性和多元的新阶段。

（三）几个新发现、新观点

1. 黄清华对北京毛家湾等处出土“官钧”瓷片的认识

2005年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对该市西城区毛家湾明代瓷片坑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了14件“官钧”遗

物，均为各式花盆或盆托的残片
‹1›
。这些“官钧”遗物多与明代中期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瓷片相伴生。瓷片坑堆

积范围大，瓷片数量惊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瓷片坑位于明代皇城的西北隅，而且出土瓷片中也包含少量

明代御窑制品，这表明瓷片很可能多为明代皇宫遗弃物。瓷片坑形成的具体时间应在正德、嘉靖之际。另据

古陶瓷研究者黄清华披露，除毛家湾外，北京市区发现“官钧”的瓷片坑等遗址还有多处，其中以正阳门瓷片

坑最引人关注。该瓷片坑出土“官钧”三件，可辨器形者亦为花器。较之毛家湾，这里的瓷片来源单一，均为

明嘉靖时期宫廷毁损瓷器。黄清华认为：毛家湾、正阳门等处出土的“官钧”遗物表明，它们与明初宫廷日常

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这种密切的程度远非宋代其他名窑瓷器（如汝、官等）可比，因而这些遗物无法为“官钧

宋代说”提供任何考古学意义上的支持
‹2›
。

2. 王光尧对明代钧州官窑的探讨

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在2010年出版的学术专著《明代宫廷陶瓷史》中，就明代钧州官府窑场相关问题作了

探讨
‹3›
。他认为，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可知，从宣德时期到嘉靖三十三年在钧州至少有钧台和神垕

两处官府窑场，在产品和管理制度等方面，两处窑场各有不同：钧台窑产品与同时期景德镇御窑、龙泉枫洞

岩窑以及磁州窑产品相同或类似。在对落选品的处理方式（集中打碎掩埋）上，钧台窑与景德镇御窑等也相

同。据此可以认为：“由于景德镇窑场到宣德时期已完成了从官窑到御窑的转变，所以处在同样状态下的钧

州钧台窑场也应该是专门生产宫廷用钧窑瓷器的御用窑场，由内府颁发官样、窑场照样烧造是其最基本的生

产模式。”神垕是从宣德到嘉靖三十二年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寺烧造各式瓶、坛、罐的窑场。产品同样是由内

府或光禄寺下样，窑场照样烧造。管理上，可能由钧州地方官府对内府或光禄寺负责，而具体烧造事务则由

钧州委派官员驻场管理。据相关史料记载，驻场官员被称为“督磁贡委官”。

对钧台窑陈设类钧瓷（花器等）精、粗两类产品的年代问题，王光尧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根据20世纪70

年代发现的埋藏陈设类钧瓷的灰坑层位关系与2004年禹州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的发现有极大共同性的

情况，认为这两批陈设类钧瓷掩埋坑的形成时代本身就相同。它们与清宫旧藏的传世陈设类钧瓷对比，当然

会有精、粗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能是正品与落选品在工艺上不同表现的反映，而不表明时代差异。此外，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页273－274，科学出版社，2007年。

‹2› 黄清华：《从北京出土状况看“官钧”与明代社会的关系》，《文物天地》2010年第3期，页94－98。

‹3›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第三节《钧台窑场》，页162－182，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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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尧还认为，御用钧瓷是否始自永乐时期及其停烧的具体时间和原因等问题，目前仍难以解决。

3. 郭学雷对“官钧”的再认识

深圳博物馆郭学雷是当年深圳“官钧”研究课题的参与者之一。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

郭学雷就“官钧”年代等问题又发表了新的看法
‹1›
。他认为，“官钧”中精、粗两类产品可能分属明初和明中两个

时期。“粗放型”为永乐、宣德时期产品，而“精致型”年代则可能偏晚。从20世纪70年代窑址发掘情况看，“精

致型”与禹州明中期白地黑花瓷器同出一落选瓷器掩埋坑，表明该批落选“官钧”埋藏年代不可能早于明中期，

进而联系成化年间钧州驻有“督磁贡委官”的记载以及新发现的成化《御花园赏玩图》绘画资料
‹2›
等，故推测“精

致型”为成化年产品。根据“督磁贡委官”的记载，郭推测当时“官钧”极有可能是这位“督磁贡委官”督办下的产

物，窑场性质为“贡窑”（即所谓“有命则烧，无命则止”的民营窑场）。此外，对“官钧”各式花盆、出戟尊等的实

际用途以及它们大量出现的历史背景等，郭学雷也作了深入考察
‹3›
。文献和图像资料表明，“官钧”花盆，均

为莳养菖蒲之具。明人有种蒲之好，文人雅士如此，帝王官宦亦然，置于庭院内或几案间的各式“蒲石盆”，

多见于明代文人绘画和宫廷绘画〔图二十三〕。这也就不难理解“官钧”花盆在当时得以大量烧造并由官府督办

的原因了。而仿商周青铜礼器造型的出戟尊，则为明代独有的花瓶式样，其与香炉等组合陈列〔图二十四〕，

亦为清雅之具。这一研究，不仅对了解“官钧”背后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生活有所裨益，而且对破解“官钧”年代

之谜亦有帮助。

三  其他研究成果

（一）李民举对早期钧瓷“标准器”及“明昌样”的研究

中国内地最早质疑并反证“官钧”年代“北宋说”的学者李民举，原任教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1997年赴

美访学。去国多年，如今他又旧话重提，连续发表《论早期钧瓷“标准器”》和《刘庄窑与“明昌样”》两篇论文
‹4›
。

《论早期钧瓷“标准器”》一文，博观约取，高度浓缩，更像是一份提纲，虽文字过简，却深中肯綮。作者

认为：早期钧瓷“标准器”的识别，是钧瓷研究的关键。最早一批钧瓷出现的年代是金世宗大定时期（1161－

1189）至章宗明昌（1190－1196）时期。靖康末年至大定初年（1127－1160），是汝瓷向钧瓷转化时期。早期

钧瓷以月白釉为特色，釉层均匀，较少流釉、垂釉现象。这就要求在烧成过程中，对温度的控制恰到好处。

烧成温度太低则呈现“麦叶绿”色调，烧成温度太高则流釉。因此早期钧瓷必定出现在技术相对先进的陶瓷产

‹1› 郭学雷《钧瓷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该报告尚未全文发表，内容提要参见《故宫博物院钓窑学术研讨会论文简编》页63，故宫博物

院，2013年10月。其中“官钧”部分内容以《再论“官钧”瓷器的年代》为题发表于《文物天地》2014年第4期，页22－31。

‹2› 此画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秋季拍卖会拍品。对其真伪，现存有争议。相关情况参见前揭《再论官钓瓷器的时代》。

‹3› 郭学雷：《官钧花器用途考》，《故宫文物月刊》第380期，2014年11月，页38－49。

‹4› 李民举：《论早期钧瓷的“标准器”》，《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页24－26；李民举：《刘庄窑与“明昌样”》，《许昌学院学报》2014

年第4期，页23－34，2015年第1期，页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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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达此条件者，目前来看只有宝丰清凉寺、汝州严和店和禹州白峪三处。汝州严和店窑还是钧釉铜红斑

技术的发源地。红斑现象，北宋晚期就已经出现在当地豆青釉刻花瓷器上。红斑之出现，盖因当地釉药中含

铜所致。此外，文章还对“钧瓷”概念的变迁作了辨析：1．宋、金、元三代没有“钧瓷”或“钧窑”这一名词；2．金、

元钧瓷被称为“汝瓷”或“青瓷”；3．明清古董家所言的“钧瓷”是指禹州八卦洞生产的陈设类钧瓷；4．晚清时代

的“钧瓷”包括了陈设类钧瓷和一般民窑生产的碗盘类瓷器。

《刘庄窑与“明昌样”》一文分两期刊载，论述较详。该文围绕2001－2002年神垕刘家门窑（刘庄窑）遗址考

古发掘，结合宋金元时代青龙河流域的历史变迁，通过对窑址地层包含物的年代分析，认为早期地层（即发

掘简报中划定的“第一期前段”地层）所出钧瓷，时代应为金代中晚期，而非发掘者认定的北宋晚期。这些窑

址遗存反映了明昌时代钧瓷的基本特征：造型来源除了延续汝瓷外，还有来自辽东地区的器物样式，如海棠

式长盘（参见图五）、鋬沿杯（酒具，过去多误作“洗”）等，说明辽东民族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一地区。而这种情

形，只能发生在北宋灭亡，女真人南下之后；印花疏朗，与同时期的印花白瓷相近；出现大片铜红斑装饰，

可看出用毛笔晕染的痕迹，色彩艳丽活泼，说明利用铜还原呈色的技术原理已被熟练掌握；釉面“厚若堆

脂”，呈色相当稳定，追求天青色，与汝瓷一致。这类钧瓷主要流行于明昌时代，并延续到蒙元时代早期。

它完全继承了汝窑，与“汝官窑”的亲缘关系，较之钧台窑更为密切。在明昌之前，应当有一个从汝瓷到钧瓷

过渡的时期，这一过渡期的钧瓷可暂定名为“大定钧瓷”。明昌钧瓷来源于大定钧瓷。而大定时期钧瓷的烧造

地目前还不能肯定，现有的零星资料亦不足以揭示其总体特征。因此，探索大定钧瓷也就成为今后钧瓷历史

研究的一个关键所在。

此文对河南叶县文集窖藏的年代也提出意见，认为该窖藏很可能是天兴元年（1232）蒙金钧州三峰山大

战之后，散兵游勇到处打家劫舍、居民仓皇出逃时所藏，准确年代应在金代晚期。该窖藏所出钧瓷碗等，与

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出土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因此，它们也是判断刘家门窑址早期地层遗存年代的直接

依据。

（二）郭木森等河南考古专家对钧釉瓷创烧年代的认识

在钧窑问题上，来自于一线的河南当地专家学者的意见，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郭木森等人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提交报告，就钧釉瓷的创烧年代等问题作出探讨
‹1›
。他们

通过对宝丰清凉寺、禹州刘家门、汝州东沟以及叶县文集等遗址、窖藏考古资料的梳理和解读，认为钧釉瓷的

创烧年代不会早于北宋末年，而其鼎盛期约在金大定前后。据此，对目前钧窑研究中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他

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1．现有考古材料不能证明唐代花釉瓷与钧釉瓷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相反却可证实天青釉汝瓷与钧釉

瓷的发展演变过程存在关联；

‹1› 郭木森等：《试探钧釉瓷的创烧与成熟》，前揭《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简编》页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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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虽然钧釉瓷的创烧年代可能早到北宋末年，但不赞成传世品中的花盆等陈设类钧瓷的烧制年代为北

宋的观点；

3．元代晚期，河南境内的绝大多数窑场已经停产，到明代初年以后仅有个别窑场还在继续烧造。这些

窑场不仅规模小，而且以粗制滥造的白釉、酱釉民用器为主。因此也不支持传世陈设类钧瓷的年代为元末明

初的观点。

（三）郭学雷对金元时代钧瓷的研究

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上，郭学雷提交的研究报告除前面已介绍的有关“官钧”的内容外，

还涉及早期钧瓷（民用日用类钧瓷）
‹1›
。我们知道，在钧瓷始烧年代问题上，现有两个主要观点，即“金代说”

和“北宋说”。郭学雷在讨论中，通过对“北宋说”的立论依据逐一辨析，发现存在明显误判的情况，从而排除

了他们提出的“钧窑起源于北宋末年”的可能性，而赞同“金代说”，即钧瓷兴于金世宗大定以后而盛于章宗时

期的观点，同时亦认可“钧窑代汝而起”之说，并对此提供了一些新的文献证据。此外，郭学雷还根据相关史

料和纪年器物资料等推测，金代末年蒙古灭金的“壬辰兵变”（三峰山大战）后，受兵祸影响，钧瓷生产急剧衰

落而进入一个长达20年左右的间歇期。而在忽必烈时代，随着北方经济的复苏，以及皇家及蒙古贵族对瓷

器需求的增长，钧瓷生产又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产品面貌承袭金代，虽总体工艺质量较金代有所逊色，

但远较后来典型的“元钧”精美。在钧瓷始烧年代问题上，郭学雷所依据的材料、针对的问题、论述的视角以及

研究结论，都与前述李民举的文章多有交集。

（四）刘涛等对钧窑名称变化及近世钧窑地位陡升之历史背景的考察分析

2012年4月16日，深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刘涛在广东省博物馆文博讲座发表题为《“宋代五大名窑”与中国

陶瓷史研究》的学术演讲，其中对钧窑名称变化及近世钧窑地位大幅度提升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分析
‹2›
。他

认为：将一处“典型的钧窑”——钧台窑遗址确定为北宋徽宗时期遗存，并推测其产品与“花石纲”有关，这是

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窑考古发掘以后的事。最早明确提出“官钧”年代为北宋中晚期，并将其花器烧造与北宋

宫廷园囿所需相联系的，可能是当时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先生。细察之，不但“官钧”，就连“钧

窑”、“钧瓷”之名可能都出现得很晚。直到明中晚期的文献中，才能见到一些有关钧窑的记载。也就是说，可

能直到“官钧”出现后，始有“钧窑”、“钧瓷”之名。而在此之前，“钧窑”就是汝州窑（即所谓“民汝”）的一部分。明

清以来素有“钧汝不分”之说。钧窑之所以能跻身“宋代五大名窑”，或与其晚明以来，特别是晚清民国时市场

地位的迅速提升有关。刘涛的这个看法，与郭学雷以及上述李民举所见略同。郭学雷在2013年故宫博物院

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中认为：“钧窑”是明代文献中的“钧州窑”的简称。“钧州窑”特指钧州生

‹1› 内容提要见前揭《故宫博物院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简编》页63。

‹2› 此演讲稿后以《五大名窑·传统瓷学·陶瓷史著》为题收入前揭《宋瓷笔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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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花器类钧瓷。“钧州窑”一名就是伴随着钧州花器类瓷器的烧造才逐渐流行开来的。而将“钧州窑”花器类

钧瓷与其他窑场日用类钧瓷统称为“钧窑”，至迟乾隆时已如此，晚清民国更为通行，这与当时钧瓷尤为西方

人所重而市场价值陡升不无关系。

四  总结与讨论

（一）对钧窑源流及年代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 

关于钧窑源流及年代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陈万里就曾提出 “钧窑代汝而起”之说，并认为钧窑是

“金人统治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
‹1›
。1999年，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刘涛又对钧瓷与汝瓷的关系作

了进一步阐述：“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有着密切关系；他最初可能是作为‘民汝’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在

对汝瓷的仿烧中经历了‘亦钧亦汝’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品种；它大量烧造并形成气候而成为北

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而关于钧瓷创烧的具体年代，刘涛通过对钧瓷兴起的历史背景

的分析以及对钧瓷典型器的排比研究，认为应在金代中后期
‹2›
。根据上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看，这些观点

基本成立。可以说，在对钧瓷源流及年代问题的认识上，研究界正趋于一致。

至于钧瓷创烧于北宋末年的观点，是北京大学一学者在神垕刘家门窑址考古发掘及对相关墓葬资料的

考察基础上提出的
‹3›
。但正如前引郭学雷的论述，该学者在立论的相关依据上可能存在明显误判的情况，故

这一观点难以成立。李民举在《刘庄窑与“明昌样”》一文也指出，刘家门窑址发掘者对所谓“北宋说”的举证非

常草率，难以令人信服。其实，前面已提到，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器物与相邻的东沟窑址金代

地层遗物特征高度一致，二者年代也应相同。比较而言，东沟窑址分期断代之依据更为可靠和充分。刘家

门窑址发掘者在钧瓷创烧年代认识上的偏差，也反映在2011年闵庄窑址发掘的后期资料整理和研究上，所

谓闵庄窑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北宋末到金代早中期的观点，以及金代后期到元代钧瓷烧造几近空白的说法

等，或同样是误判。

刘涛也曾认为，在金世宗（大定）之前，早期钧瓷也应有少量烧造，有的年代或早到北宋末年
‹4›
。不过，

刘涛所说的早期钧瓷，是指那种釉质、釉色等工艺特点介于汝瓷（即如清凉寺窑址出土的那种供御汝瓷）、钧

瓷之间的青釉制品，即“汝钧”。如果说北宋末年确已出现钧瓷，那么这个品种就应当是“汝钧”，而非后来那

种典型钧瓷（即釉的化学组成为高硅低铝，外观为厚釉且多有釉汁垂釉现象，釉色以月白、天蓝等为主）。只

‹1›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七《异军突起的钧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2› 刘涛：《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文物》2002年第2期。该文完成于1999年7月，其简缩稿曾编入同年10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主

办的“中国古代瓷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高级研讨班”交流资料。

‹3› 秦大树：《钧窑始烧年代考》，《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页75－94。另参看前揭《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

‹4› 前揭《钓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另见刘涛：《对汝瓷、“汝钧”的几点认识》，《宋辽金纪年瓷器》附论，页141－153，文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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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推论至今也还未能得到田野考古的充分证实。

（二）在“官钧”问题上的共识正不断扩大

1．“官钧”中应确实存在“精”、“粗”两类产品。这个现象是从对大量出土标本和传世的细致比较中发现的。

其实，早在河南、北京和深圳学者之前，台湾学者已注意到这个现象。罗慧琪
‹1›
、余佩瑾

‹2›
都认为“官钧”可能存

在“祖型群”和“后仿群”两种情况。余佩瑾还根据《遵生八笺》有关后世仿钧的记载，推测传世品中的粗糙呆板

之作，如鼓钉盆托即可能属后仿品，甚至怀疑这种仿制活动延续至清代。当然，经1970年代中期和2004年

钧台窑遗址两次考古发掘证实，不管是大陆学者说的“精致型”和“粗放型”，还是台湾学者所称的“祖型群”和

“后仿群”，均为钧台窑产品。这两类产品在工艺上的差别，是“原始和成熟”的差别，而非“正品与落选品在工

艺上不同表现的反映”。它们的年代也应有早晚不同。不过，作为同一种官用产品，二者的生产年代应相距

不远，或为明代中前期不同朝代的产品。至于那种“官钧”生产跨越宋、金、元三代而前后相隔两个世纪左右的

观点，显然有悖历朝规制和器物自身演变的一般规律，或有点匪夷所思了。

2．“明代说”的认同度正不断提升。时下，在对“官钧”烧造年代的认识上，有北宋、金、元、元末明初以及明

等不同观点。而“官钧”中所谓“精”和“粗”两类产品的发现，又使其问题更加复杂。不过，至少在研究界，共

识正不断扩大。近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无论窑址层位关系还是器物类型排比，也无论文献还是图像，都

不支持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北宋说”，而更偏向于“元末明初说”和“明代说”，特别是后者，相关证据已较

充分，认同度也正不断提升。

（三）需要检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1. 早期及蒙元时代钧瓷的发生演变

在对钧窑源流及年代问题的认识上，目前研究界虽已趋向一致，但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比如早期钧

瓷（或说“过渡期钧瓷”）的最早烧造地究竟在哪里，目前还不甚明了。对此，李民举在谈到“大定钧瓷”时曾提

出这样一个思路：“探索大定钧瓷的关键地区，应该在汝河两岸汝州境内，具体而言就是今天汝州、宝丰、鲁

山、郏县四个地区。”
‹3›
这个思路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如果说钧瓷脱胎于汝瓷（“汝官窑”）的话，那么最早的钧瓷

（汝钧）就很可能出现在当时汝州几个生产规模较大、工艺技术较先进的中心窑场，像宝丰清凉寺窑、鲁山段

店窑等。而我们过去则把寻找早期钧瓷的重点区域放在了中心窑场以外的东沟及神垕地区。此外，蒙古时期

及元代初年钧瓷的发展演变，也值得继续关注。

‹1›  罗慧琪：《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4期，页109－183，1997年。

‹2›  余佩瑾：《钧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故宫收藏的钧窑瓷器谈起》，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页6－27，

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1999年。

‹3› 李民举：《刘庄窑与“明昌样”（二）》，《许昌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页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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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代民用钧瓷烧造与“官钧”的关系

前引郭木森等河南考古专家的论述中，曾谈到明代河南窑业的衰落景象。其实，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明

代河南窑业，特别是钧州（万历三年后改称“禹州”）地区窑业，整体上依然保持较强的发展态势，而并不像河

南专家认为的那么不堪。比如钧州窑业在有明一代似未有大的中断，白地黑花以及白地黑花褐彩等品种不仅

产量大、流通范围广，而且工艺成就也十分突出
‹1›
。而2011年禹州闵庄窑址的考古发掘又初步证实，元末明

初该窑的钧釉瓷器烧造也很兴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窑明初生产的一类内蓝釉外红釉碗，其工艺特征与

清宫旧藏以及2004年禹州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出土的某些“官钧”花器和碗、盘相似
‹2›
，表明它们的生产

年代相距不远。这样，钧窑从普通民用瓷到“官钧”的发展就可能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一新发现，也

初步证实了《“官钧”瓷器研究》中的一个推断：“传统产品钧瓷，在明代钧州虽非主流产品，但其基础深厚，

而这也正是‘官钧’瓷器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不难发现，与金元钧瓷相比，‘官钧’瓷器的突出特点和

成就之一，也就是窑变色釉（即所谓‘高温铜红釉’）烧成技术的高度成熟。”近年考古资料又显示，直到明末清

初，钧釉瓷器在中原地区窑场可能仍有少量烧造
‹3›
。不过，就明代钧州来看，除闵庄窑外，我们至今对当时

民用钧瓷的烧造情况还几乎一无所知。 

3. “官钧”窑场的性质——官窑还是贡窑？

本文所称指的“官窑”，是依据明代文献记载，专指由中央或地方官府直接经营管理的窑场。深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官钧”瓷器研究》中有相关表述：“‘官窑’是明前期宫廷等官方用瓷的主要来源之一。官营手工业

是明前期手工业的主体，其产品直接满足宫廷消费、政府及军队所需。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的经营极为重视，

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完备的生产管理体系。明代官手工业及其管理机构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两大系统。明中

前期，由中央部门（工部、内府、户部等）直接掌管或下达烧造任务的窑场，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景德镇御器厂，

瓜州、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以及钧州、磁州、真定府曲阳县等窑场。宣德间，钧州等地承担

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大明会典》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

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

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这座烧造缸、坛酒器的钧州窑场，

与烧造‘官窑’瓷器的窑场究竟有无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个情况却不难想象：既然酒器都要指派地方烧

造，那么如‘官窑’一类的高档瓷器生产想必更为中央和地方官府重视了。”据此或可推知，“官钧”窑场的性质

更有可能是中央直接经营管理的“官窑”，亦即王光尧所说的接受内府颁样和督办，专门为宫廷生产瓷器的御

‹1› 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二《禹州磁州窑类型瓷器》，页43－105，文物出版社，2005年。

‹2› 据参与闵庄窑址发掘的徐华烽博士相告，与内蓝外红釉碗残片同出的还有钧釉高足碗和白地黑花盆等。这些器物在造型、装饰上均

与2004年禹州制药厂工地出土瓷器相似。所以将这些瓷器的年代断定为明初，或无疑义。

‹3› 徐州市时尚大道古遗址出土一件蓝釉钧瓷，伴出的还有青花瓷、酱釉瓷和紫砂等。据介绍，该遗址所发现的房屋、道路等，毁于明天

启四年黄河水患，故发掘者认为出土瓷器的年代均为明代。然从瓷器造型和装饰特征看，只有部分为晚明制品，其他或属清初遗存。参见徐州

博物馆：《徐州市时尚大道明代遗址调查发掘简报》图七：2，彩版一○：2，《华夏考古》2014年第3期，页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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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窑场。

如前所述，在此问题上，郭学雷又有新的认识，他根据成化年间钧州设有“督磁贡委官”一职的史料记

载，推测当时的“官钧”窑场性质为“贡窑”。“督磁贡委官”之称，载于远离钧州府治的神垕乾明山真武庙内的

成化二十年“祈雨感应碑”题记，其中记有“督磁贡委官钧州医学典科郡人孙钊篆额”。由此可知，当时的“督磁

贡委官”由钧州当地人、身为“医学典科”（秩未入流的“医官”）的孙钊兼任。从他的这一身份以及他为神垕祈雨

碑题写碑额的情况看，此人更像是负责神垕当地纳贡瓷器烧造事务的官员。当时神垕窑业颇具规模，正如祈

雨碑题记中所言“耕读陶冶者千有余家”。据王光尧的推测，从宣德元年到嘉靖三十二年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

寺烧造各式瓶坛罐的窑场极有可能就在神垕；驻场官员即称“督磁贡委官”，由钧州地方官府委派。而御用瓷

器的督造，从同时期饶州景德镇、处州龙泉等御窑情况看，通常都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因此，钧州这个“督

磁贡委官”恐怕很难说与钧台窑的“官钧”烧造有什么关系。 

4. 官钧”始烧与停烧时间等问题

十年前提出的“永宣说”，虽是一个新观点，但研究上所用的却主要还是老方法——类型学。因研究手段

单一，断代上就可能存在偏差。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不断扩展我们的视野，“官

钧”问题的研究更进一步走向细化和“微观”。王光尧对“官钧”烧造是否始自永乐时期的质疑，郭学雷对“精致

型官钧”烧造于成化时期的推论，以及“官钧”停烧时间和原因之悬案等，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 

钧窑可说是中国古陶瓷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对象之一。回顾和总结十年来钧窑考古和研究工作，或用得上

一句老话：坚冰已破，航道已通，方向已明。这是十分可喜的。然而，未来的研究仍将困难重重。经验表

明，钧窑研究不能单靠一种方式方法，而必须拓宽路径，依托实物、文献、图像等方面的考察研究综合进行，

多方寻求突破。也只有坚持和强化这一点，我们的研究才能不断攻坚克难，步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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